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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中的公共政策范式转型
———从肯定性行动到多样性管理

王 丽 萍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 “谁得到什么”始终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议题，普遍性和中立性则是公共政策的关键特质和重要

美德。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许多国家通过采取肯定性行动或类似政策，修正由历史、既往政策或其他原因所

造成的社会差距，以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权利及发展机会的平等。 肯定性行动政策以非均衡的政策工具追

求均衡的治理目标，突显了明显的国家干预特性。 随着治理理念的流行和社会观念氛围的变化，肯定性行动

似已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悖论，并提示多元主义时代需要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的新范式。 多元主义时代国

家治理需要平衡的差异和不均衡越来越多，多样性本身更被赋予重要的积极价值。 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趋

向多样性管理的范式转型是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也将使肯定性行动政策融入多样性管理的治理逻辑和实

践框架之中，以充分实现其治理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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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理意义和价值层面上，普遍性和中立性

是公共政策的关键特质和重要美德。 作为应对主

要以群体为基础的差异性的一种公共政策类型，
肯定性行动政策常见于世界许多国家的治理实

践，也是引发最多争议的一种公共政策类型。 随

着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环境的急剧变化，有关肯

定性行动政策的话题与争论更是有增无减，并被

置于新的话语和思考体系中加以审视。 与此同

时，人类正生活于一个多元化和多元主义时代，不
同维度的多样性在不断增加，并已日益成为国家

治理的重要问题，从而使公共政策必须面对多样

性和多元主义的直接挑战，即公共政策如何既能

回应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多样性中创造社会凝聚

力，又能在多元主义的社会氛围中被广泛认可和

接受。 因此，多元主义时代的多样性管理在很大

程度上需要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的范式转型。

一、肯定性行动政策：国家治理中的
常见公共政策类型

　 　 差异性、多样性乃至不同程度的不平等是一

种社会常态，因而也是国家治理和制定公共政策

的重要社会基础，还是确立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

范式的重要前提。 在一个社会诸多维度上可能存

在的差异性之中，基于不同人群（或群体）的差异

性和不平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因此，在现

代国家治理中，大多数国家都通过采取肯定性行

动或优惠政策应对这一问题，以修正因历史、既往

政策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差距，从而促进不

同人群之间的权利及发展机会的平等。 “肯定性

行 动 ” （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 “ 优 惠 政 策 ”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则成为描述不同国家类似政

策和实践的常见概念。
在“肯定性行动”和“优惠政策”等概念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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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政策”是一个更为宽泛概念，也是类似政策

的一种更为国际化的表达。① 不仅如此，“积极政

策”这一美国概念可更好地涵盖不同国家概念不

同而功能相似的政策，并强调这一类型的公共政

策是国家能动主义日渐增强和政府干预的一个重

要结果，同时“积极政策”概念还包含着制定此类

公共政策的良好初衷，因而这类政策有时也被称

为“进步政策”（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相对于积极政策的概念，肯定性行动虽是一

个更为狭窄的概念，却是一个更为常见和普遍的

概念。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有关美国肯定性行

动的研究和争论持续不衰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文

献，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类似政策却较少有人

关注，因而人们对“肯定性行动”这一美国概念也

更为熟悉。 不仅如此，肯定性行动政策还被认为

可避免诸如“积极的差别待遇” “优惠待遇”等概

念可能内涵的某种轻蔑的成分。② 在这种意义

上，本文以“肯定性行动”一词来概括不同国家可

能有着不同名称的类似政策和实践，以便与已有

的相关研究文献保持一致。
“肯定性行动”的概念因 １９６５ 年美国林登·

约翰逊总统所发布的１１２４６ 号行政命令而成为公

共政策中补偿利益受损者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政策

领域或政策类型，而围绕美国肯定性行动的诸多

争论也成为世界范围内公共政策历史上一个独特

的现象，美国的肯定性行动则成为相关政策的经

典案例。 总体上，美国的肯定性行动是针对少数

族裔和女性等特定群体的一系列政策的集合，用
以修正历史形成的对特定种族、民族和性别在获

得社会、经济机会等方面的歧视。 由于“肯定性

行动”并不是某项具体政策，也不存在普遍认可

的明确界定，有关讨论无论是支持或是反对都是

抽象的。 即使是政治家、立法者或新闻记者也很

少能够清晰描述这一政策的不同用途和含意。 一

些研究也表明，人们实际上对肯定性行动政策的

法理界定和实际运用都所知甚少。③
印度的类似政策早于美国。 在印度，这类政

策被 称 为 “ 积 极 的 差 别 待 遇 制 度 ”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 印度独立伊始，带领印度

实现独立的领导者明确提出普遍的公民身份原

则。 在印度这个以种姓秩序和深刻的分层体系为

特征的社会，这一原则表明了印度社会的一种信

仰，即对绝对平等原则的偏离对于特定群体的实

质性平等是必要的。 某些社会群体因其种姓和部

落身份而处于劣势地位，因而需要以群体为基础

的特殊安排，从而帮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 基于

这一原则，印度对历史上的两个劣势族群达利人

（Ｄａｌｉｔｓ）和原住民（Ａｄｉｖａｓｉｓ）采取了积极的区别待

遇政策， 即正式列出表列种姓 （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Ｃａｓｔｅｓ， ＳＣｓ ） 和 表 列 部 落 （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Ｔｒｉｂｅｓ，
ＳＴｓ），以此作为将其纳入公民范围的机制，赋予

其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肯定性行动政策常被用

于推进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的权利及发展机会的

平等。 事实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群并非如人们

可能想象的总是少数族裔或少数人口（如在美

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斐济、南非等国家肯定性

行动政策的受益者就是土著多数。 在这些国家，
土著多数中的精英人物虽掌握了政治权力，但却

缺乏经济影响力。 其中，马来西亚于 １９７０ 年开始

实施的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受益对象是在全部人口

中人数超过半数的马来人；在斐济，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开始实施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则以人口数量仅次

于印度裔斐济人的土著斐济人为对象；南非的肯

①

②

③

类似的政策和实践在印度称为“积极的差别待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在印度某些邦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度

尼西亚则称为“大地之子”（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斯里兰卡称为“标准化”（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尼日利亚则将类似政策

视为“国家联邦特征的反映”（ ｒｅfl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ｉｌｅｅｎ ＭｃＨａｒｇ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 Ｊｕ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 １ － ２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Ｒｅｙｎａ， Ａｍａｎｄａ Ｔｕｃｋ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ｏｒｆｍａ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Ｐ． Ｊ． Ｈｅｎｒｙ，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５，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ｃｔ． ， ２００５）， ｐｐ． ６６７ － ６８２； Ｆ． Ｊ． Ｃｒｏｓｂｙ ａｎｄ Ｄ． Ｉ． Ｃｏｒｄｏｖａ， “Ｗｏｒｄｓ Ｗｏｒｔｈ ｏｆ Ｗｉｓｄｏｍ：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５２ （Ｄｅｃ． １９９６）： ３３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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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行动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而开始，肯定

性行动政策的对象是被界定为“有需要的人口”
的黑人。 这些国家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实践常常通

过在高等教育、有意义的就业和行政机构等部门

有针对性地雇用代表性严重不足的群体成员，以
矫正由长期历史所形成的不公正。①

美国、印度、马来西亚、斐济、南非等国的肯定

性行动政策提示人们，人口构成中同质性的缺乏

更可能导向对肯定性行动政策的需求。 实际上，
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实施或不实施肯定性行动政

策的原因要更为复杂。 北爱尔兰的人口结构并不

复杂，宗教信仰的不同和很长时间以来不同的政

治诉求在同属一个民族的北爱尔兰人之间造成了

明显的差异，并使这一地区出现严重分裂，而肯定

性行动相关政策的实施则被证明是解决北爱尔兰

问题并维持和平的有效做法。② 英国是一个具有

文化多样性的国家，但英国并没有人们一般所理

解的 “ 硬 的 ” 肯 定 性 行 动 （“ ｈａｒｄ ”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英国人口结构中仍以白人为主 （超过

９０％ ），外来移民数量较少且移居英国时间都不

太长，再加上严格的移民政策与缓和种族歧视的

措施并重，使得英国的类似问题并不明显。 当然，
少数族裔群体缺乏领导者，以及不利于表达少数

族裔关切的英国选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

解释英国为什么没有肯定性行动政策。 此外，英
国较好的福利供给（尽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有

所缩减），以及福利的提供并不以种族等个人身

份为基础的福利逻辑，也是英国没有肯定性行动

政策的重要原因。③
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乃至某

种程度的不平衡状态是一种常态，而肯定性行

动及相关政策则是常见的国家治理策略，本质

上是以非均衡的政策工具追求均衡的治理目

标，突显了明显的国家干预特性，也似与公共政

策更少干预性、更少强制性的变化趋势相悖。
因此，即使在很大程度上可实现其政策目标的

肯定性行动政策，也需要被置于多元主义的背

景下加以审视。

二、 国家治理中的肯定性行动悖论

　 　 在诸多类型的公共政策中，肯定性行动很大

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共政

策。 “善意的初衷”一词常常与肯定性行动联系

在一起。 各国引入肯定性行动的常见目的，大多

是为了解决历史上殖民主义、移民、边缘化等过程

及其影响所造成的社会与经济的差距和不平等。
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巴西和厄瓜多尔），肯定性行

动的出现是为了矫正那些与缺乏经济机会相关的

种族歧视的长期问题，因而被视为创造较为公正

的经济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努力。 因此，创造“公
平的竞争环境”，是与肯定性行动政策目标相关

的另一种常见表述。
在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领域，肯定性行动一

直是引发了最多争议甚至极化争议的一个议题。
不同国家有关肯定性行动及相关政策的社会态

度，可由肯定性行动在美国社会所引发的争论得

以管窥。 在美国，有关肯定性行动讨论中所呈现

的观点极化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堪与二百多年

前有关联邦制的讨论相比。 不同的是，在这一讨

论以及相关政策实践中，反对者逐渐获得了相对

于支持者的优势。 “伪善、不公平和低效率”是对

肯定性行动相关政策的常见批评，更有反对者认

为肯定性行动政策“不过是相互竞争的不同种族

和民族之间的粗糙的分肥制度”④。 随着多元主

①

②

③

④

Ｓｔｅｖｅｎ Ｒａｔｕｖ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Ｆｉｊ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１３５ － １５４； Ｈ． Ｊａｉｎ， Ｐ． Ｓｌｏａｎｅ ａｎｄ Ｆ． Ｈｏｒｗｉｔｚ，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ＮＹ： 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 Ａｒｍｏｎｋ， ２００３．
Ｃｏｌｉｎ Ｈａｒｖｅ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８１ － ９８．
Ｓｔｅｖｅｎ Ｍ． Ｔｅｌｅｓ， “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ｎｏ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７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８）： １００４ － １０２６．
Ｍｏｒｒｉｓ Ｂ． Ａｂｒａｍ， “Ｆａｉｒ Ｓｈａ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Ｎｉｅｌｉ， ｅｄ． ， Ｒａｃｉ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 １９９１， ｐｐ． ２９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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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时代的来临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盛行，肯定性

行动似已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悖论———差异或多

样性需要肯定性行动及其类似政策，而肯定性行

动政策却越来越难以见容于变化了的社会观念

氛围。
由于肯定性行动政策常常以特定人群为对象

而把其他人群排斥在外，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倾向

性与非包容性（排他性），使得目标在于促进公平

和社会凝聚的肯定性行动政策把同属一个体系的

人们划分为受益者和受损者（或相对受损者），可
能的结果是在应对某些方面的差距或不公平问

题的同时可能又在其他方面产生新的不公。
“顾此失彼”因之成为肯定性行动政策在政策结

果意义上的一个明显特征，也突显了公共政策

碎片化和可能相互矛盾的问题。 实际上，常被

用于修饰肯定性行动的补偿性、优惠、倾斜等词

汇，很大程度上即已提示了肯定性行动被作为

政治的权宜之计的一面。 在这种意义上，差强

人意的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社会接受基础也往往

处于不稳定状态。
作为多元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观念现象，新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观念的流行，影响并塑造

了人们有关肯定性行动的认知与态度，进一步削

弱了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社会接受基础。 在理想主

义和浪漫主义盛行的年代，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

世界并使社会更为团结的目标有着巨大的感召

力，也可唤起人们的道德本能，就如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观

念氛围，使之发生了有利于少数族裔权利保障的

重要变化，也使久已出现的肯定性行动相关政策

付诸实施。 但在多元主义时代，人们对于与自身

利益相关的问题日益关注并善于表达，从而使政

策过程特别是政策实施过程也日益成为一种多元

利益攸关方参与的过程，多元化的利益同时也被

带入了政策过程。 不仅如此，不同人群对于不同

政策议题有着不同的敏感度和接受程度，因而会

对不同政策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反应。 同

时，在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观念氛围中，人们对

可能使自身利益受损的肯定性行动政策的接受程

度也在逐渐下降。 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

从前可能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肯定性行动之类的优

惠政策为什么现在却常常受到质疑甚至被抵制。
不仅如此，肯定性行动固有的群体偏好与内

在于新自由主义的个体偏好之间也存在冲突。 就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特性而言，与修正由历史或其

他原因造成的机会或其他资源获取方面的不平等

相关，群体倾向或群体偏好（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是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一个明显特点。 具体而言，民
族、种族、女性等是肯定性行动常见的政策受益群

体基础。 美国肯定性行动及相关政策的受益者主

要是少数族裔和女性等特定群体；印度肯定性行

动（积极的差别待遇）政策的受益群体是两个劣

势族群达利人和原住民，也就是在宪法上被称为

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人群（群体），以及后来

（１９９０）被纳入这一政策范畴的其他发展落后的

阶层（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ＢＣｓ）。 此外，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斐济的土著斐济人、南非的黑

人等，都是他们所在国家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受益

人群。 就这些人群与政策的关系而言，他们之所

以受益的原因是其作为某一群体（民族、种族或

性别）的成员资格，而不是特定个体的具体特质

或禀赋，尽管实际受益的可能是某个具体的人

（个体）。 历史上，受苏联政策模式影响，许多社

会主义国家积极政策的集体主义模式同样体现了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群体偏好或倾向。
所有肯定性行动政策都以群体为基础，群体

成员身份则是从肯定性行动政策中受益的资格前

提。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被认为与

美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相一致，是一项

重要的社会进步，而其背后所蕴含的群体倾向则

往往被社会流行的价值倾向掩盖了。 因此，有观

点认为，在有关美国肯定性行动的争论中，为肯定

性行动贴上 “自由的” （ ｌｉｂｅｒａｌ ） 或 “ 进步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等标签实际上是具有误导性的。 自

由 主 义 的 本 质 往 往 关 乎 作 为 个 体 的 个 人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ｑｕａ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的福利、权利和责任，
而不是群众或阶级（阶层）或其他抽象的福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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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责任。① 因此，在现实层面不同的政策组合

中，体现群体偏好的政策与体现个体偏好的政策

之间可能具有互补性，同时也存在相互冲突的风

险。 尽管群体特征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依

据，也被认为是立法的精髓，但在个人主义和自由

主义话语中，肯定性行动以群体为基础的偏好被

批评为是有缺陷的和有问题的②。 肯定性行动政

策的这一群体特征使其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遭遇

了治理挑战乃至危机。
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肯定性行动已经

持续了数十年时间。 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

问题：一个致力于个人主义的社会在设计政府

项目时为什么会考虑群体特征？ 当然，这并非

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政府不依据群体特征来

管理就无法持续下去。 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

对群体的思考限于某些社会特征而忽视了其他

方面的特征。
总体上，人口结构中同质性的缺乏更可能导

向对肯定性行动政策的需求，而政府对更为多元

维度上的社会特征的关注，则可能导向因实施更

具普遍性和包容性的政策而使肯定性行动政策成

为一种并非必要的政策选择。 英国没有人们一般

所说的肯定性行动政策，而是通过以种族关系、性
别歧视以及公平就业法为核心的民权法来保障不

同族裔的权利。 其种族权利的保障具有种族中性

的（ｒａｃｅ⁃ｎｅｕｔｒａｌ）特征，代表着一种追求平等的均

衡的路径。 事实上，由于英国反歧视法及政策并

未充分实现其终结歧视和社会排斥的承诺，法律

实践中也出现了倾向于旨在提升弱势群体地位的

积极措施，并使肯定性行动在英国获得了“不断

增加的可接受性”。③ 尽管如此，英国案例表明，

更为中性和更具普遍性的政策可以使不同人群的

权利得到保障，而当这种政策执行不力时则为肯

定性行动政策留下了空间。
随着多元主义时代的来临，国家治理过程中

需要平衡的差异和不均衡将越来越多地显现出

来，因而似乎就需要不同领域的特殊政策，于是不

同政策领域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可能将会越来越

多。 但是，伴随多元主义时代社会自信的日益增

强，对于肯定性行动政策的质疑乃至抵制也在增

加。 这一悖论提示多元主义时代需要国家治理和

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

三、多元主义时代的多样性管理

　 　 “肯定性行动”作为公共政策中补偿利益受

损者或照顾弱势群体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政策领域

或政策类型，在过去数十年的实践中在不同程度

上和在某些政策领域的确取得了实质性的积极成

果。 譬如，在相关讨论最为集中的高等教育领域，
一些国家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人数及其在学生总

人数中所占比例的持续增加，就常被视为肯定性

行动政策的积极影响。 但是，一些政治学家的比

较研究则发现肯定性行动或优惠政策的影响并不

令人满意，特别是它在某些维度上产生积极影响

的同时，在其他维度上的影响却可能是破坏

性的。④
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肯定性行动一直是存在

极化观点和争议的一个政策领域。 值得关注的

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似乎是反对者在有关肯定

性行动的争论中取胜了，因而对肯定性行动的支

持正在式微，有关肯定性行动的讨论也日渐与多

样性管理的议题联系在一起，“肯定性行动”概念

①

②

③

④

Ｌｅｅ Ｎｉｓｂｅｔ，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Ｎｉｅｌｉ， ｅｄ． ， Ｒａｃｉ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 １９９１， ｐｐ． １１１ － １１６．
Ｃｏｌｉｎ Ｈａｒｖｅ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８１ － ９８．
Ａ． ＭｃＨａｒｇ ａｎｄ Ｄ．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 Ｊｕ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 １ － ２３．
Ｍｙｒ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１ （Ｏｃｔ． ， １９８３）： ３５ － ５２；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ｏｗｅｌｌ，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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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为“多样性管理”一词所取代。①
“ 多 样 性 管 理 ” （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词的使用可回溯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具有明显的美国背景。 作为旨在

培育和保持积极的工作场所环境的一种策略，多
样性管理 ８０ 年代中期在美国迅速发展。 当时，鉴
于美国总统里根曾经威胁取消肯定性行动相关法

律，美国一些企业的公平与肯定性行动专家认为，
促进企业的多样性并非出于法律命令的要求，而
是由于多样性有利于企业。 基于这样的认识，研
究者对多样性和多样性管理的积极影响进行了

检验。
多样性管理概念强调挖掘多样性的积极潜力

并将这一潜力转化为现实，已被视为提升管理绩

效的一种重要机制或技术。 在实践层面，８０ 年代

末即有许多世界知名企业开始了“多样性管理”
实践，近年来多样性管理已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

关键方向。 产生于美国背景的“多样性管理”的

概念，由于规避了有关肯定性行动以及平等就

业机会等政治性议题而成为促进劳动力管理效

率提升的重要机制，并已成为引发诸多学科关

注的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 ９０ 年代末，这
一概念开始出现于欧洲政策领域。 事实上，多
样性管理不仅是与组织管理相关的一种新范

式，还具有推动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范式转型

的重要潜力。
有关肯定性行动的讨论被移置于多样性管理

的话语空间，虽然有批评者认为这一变化使得肯

定性行动偏离了真正的平等议程（ ｒｅ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ｇｅｎｄａ）②，但也使肯定性行动相关讨论脱离了意

识形态或伦理道德层面的争论，获得了更为理性

和务实的讨论空间，并使有关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回到了公共政策的现实层面。 很大程度上可以

说，多样性管理是使肯定性行动在实践中得以存

活的一种新的治理策略。 作为一种公共政策，肯
定性行动政策总是产生明显的赢家（受益者）和

输家（相对或绝对受损者），而多样性管理则着眼

于关照所有人的利益，直接回应了“没有人想要

成为局外人”的关切，使肯定性行动常常较为狭

窄的社会基础扩展至整个社会，也使相关政策变

得更为中性，更具包容性。
与肯定性行动类似，多样性管理仍以身份政

治（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为基础，但同时又与新自由主

义的个人主义和企业家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关
注于个体而非群体，所使用的语言是能力和利益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而不是肯定性行动所

使用的“被接纳的权利” （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③
总体上，肯定性行动政策关注于对既往不公正的

矫正，而多样性管理则着眼于未来。 对于肯定性

行动政策的怀疑者来说，多样性管理作为“令人

愉快的替代品” （ ｐａｌａｔａｂｌ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被广泛接

受了。④
尽管多样性管理常常是作为肯定性行动的相

对概念提出和使用的，但实际上肯定性行动与多

样性管理并不冲突，多样性管理也不是肯定性行

动的简单替代。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肯定性行动

是多样性管理诸多实践类型的一种方式，是一种

不完美的甚至是粗糙的实现方式，而多样性管理

则是肯定性行动的改进。 事实上，多样性（以及

多样性的增加）是渐进的，多样性管理也经历了

渐进的发展变化过程。 被作为美国肯定性行动重

要法律基础的 １９６４ 年《民权法案》就被认为是重

①

②
③

④

Ｐｒｕｅ Ｂ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Ｊａｎ Ｓｃｈａｐｐｅｒ，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 ８３， Ｎｏ． ３
（Ｄｅｃ． ， ２００８）： ３６９ － ３７９．
Ｊｏｈｎ Ｗｒｅｎｃ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ｂａｄ ｆｏｒ ｙｏｕ”， Ｒａｃｅ ＆ Ｃｌａｓｓ，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５）： ７３ － ８４．
Ａｎｎｅｌｉｅｓ Ｋｎｏｐｐｅｒｓ， Ｉｎｇｅ Ｃｌａｒｉｎｇｂｏｕｌｄ， ａｎｄ Ｄｏｒｔａｎｔｓ，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３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２５９ － ２７４； Ｇｉｌｌｉａｎ Ａ．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ＢＢＣ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４）： １８２ － ２０２．
Ｓａｒａ Ａｈｍｅｄ， 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Ｒａ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ｆｅ，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Ｓａｒａ ｄｅ Ｊｏｎｇ， “Ｃｏｎｖｅｒｇ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ｓ？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３ （Ｆｅｂ． ２０１６）： ３４１ － 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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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多样性立法，而法律本身和肯定性行动政策

实施过程中以相关立法为基础的配额方式则被视

为多样性管理的第一阶段；将人口统计学意义上

特定群体的差异一般化是多样性管理的第二阶

段；第三阶段则是目前主要常见于组织机构的多

样性管理。①
多元主义不同于多样性，是我们对多样性的

回应。② 在多元主义的时代氛围中，多样性本身

被赋予重要的积极价值。 概念层面上，多样性一

词首先是一个描述性术语，传递了多元社会的真

实图景；同时，多样性还是一个规范性术语，其中

内含着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多样性、促进多样性以

及多元化和平等原则的运用等诸多方面的要求。
在这种意义上，多样性既是事实，也是规范和原

则。 在现实层面，多样性本来就是一种长期存在

的现实状况，多元主义则提供了认识和应对多样

性的思考和行动框架：正视差异和多样性，以多元

主义的态度应对多样性。 不仅如此，多元主义也

将鼓励和培育更为复杂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多元

主义时代不仅促使人们作出这样的回应，更要求

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在范式意义上作出重要的调

整。 于是，在肯定性行动政策遭遇挑战之际，更为

平衡的多样性管理将成为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范

式转型的重要方向。
在组织管理的背景中，多样性被赋予诸多乐

观的想象和期待，甚至被浪漫化了；而在国家治理

的背景中，多样性则更多意味着国家治理和公共

政策过程中更大的复杂性与张力，因而有学者将

多样性看作“社会陷阱”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ｐ）③。 相对于

组织机构中的多样性管理，国家治理中的多样性

管理不仅仅只是意味着多样性的增加，国家治理

还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容和目标，从而使多样性管

理无论在内涵方面还是治理目标的设定方面都更

为复杂，而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趋向多样性管理

的范式转型，则成为多元主义时代国家治理的最

为迫切的时代问题。

四、寻求多元主义时代国家治理
与公共政策新范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肯定性行动政策为许多

国家所采纳以矫正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在很大程

度上是不同国家广泛流行的时代观念氛围的一个

结果。 实事求是地说，肯定性行动政策在不同程

度上基本实现了政策的直接目标，这也成为肯定

性行动政策正当性的一个有力辩护。 但是，在实

施此类政策的不同国家却产生了令人担忧的相似

的政治影响。 这种“优惠政策的政治逻辑”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意味着，优惠

政策之类的决策可创造能够塑造后续政策辩论的

术语和标准，进而影响其后政策回应与新政策选

择的政治空间。 由不同类型国家的优惠政策所展

示的这一共同政治逻辑，可表述为若干具体问题，
譬如，实施这类政策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公正吗？
族群优惠政策一旦实施，对谁可得到照顾和得到

哪种类型的照顾加以限制在政治上可能吗？ 以及

优惠政策一旦实施，这些政策可能被终止吗？④
这一政治逻辑实际上也反映了国家治理与公共政

策范式的路径依赖倾向，也是政策思维惯性（乃
至惰性）的一种表现。

有些矛盾的是，多元主义时代是一个新自由

主义观念盛行的时代，新自由主义观念主导着与

公共政策相关的思考，治理理念的流行更使由国

家（政府）控制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变得极

不现实。 随着多元主义时代治理理念的流行，政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ｓｅｐｈ Ｆ． Ｈｅａｌｅ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ｐ． ｘｉ．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ｕｔｈｎ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 Ｊ．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 ２８６．
Ｂｒｕｃｅ Ｂ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Ｂａｔｅｍａｎ，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３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６）： ７５７ － ７９０．
Ｍｙｒ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１ （Ｏｃｔ． ， １９８３）， ｐｐ． ３５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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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定将日益成为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协商和

协调行动的过程。 这是政策制定模式的一个重要

变化，也将对实践中随多样性增加而日渐增多的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前景产生难以预期的影响，而
社会观念氛围的变化则使这一影响更趋复杂。

在过去数十年间，公共政策在政策设计、政策

工具的选择以及更为广泛的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

等方面都经历了根本性变化，公共政策在总体上

已变得更少干预性、控制性和强迫性，而日益趋向

对国家规制作用的强调。① 在这种背景下，肯定

性行动政策的国家干预倾向和特质，就与新自由

主义的流行观念氛围显得格格不入，也与已经发

生了根本变化的有关政府角色的一般期待相去甚

远。 在这种意义上，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空间在多

元主义时代似乎已经被大大压缩了。 当然，新自

由主义对不同国家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影响也有所

不同。 譬如，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

调整与改革中，一些国家在被迫接受新自由主义

改革政策的同时，也被要求采纳肯定性行动政策

以矫正种族不平等问题。
与此同时，民粹主义观念也在塑造着多元主

义时代的观念氛围。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对肯定性

行动政策具有抑制作用的话，民粹思想则赋予肯

定性行动政策持续存在的韧性。 譬如，在印度，
１９９１ 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几乎与配额制度的扩张

同时发生。 也就是说，印度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

启非但没有导致肯定性行动政策的萎缩，反而伴

随着肯定性行动相关政策在政策领域与受益者范

围方面的实际扩展。 这种状况与人们的一般预期

明显不符，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政治民粹

主义的政策回应。 此外，印度缓慢的经济自由化

以及选举政治中数量庞大的贫困群体的重要性，
也是重要的原因。② 当然，肯定性行动政策的路

径依赖也使此类政策一直被作为应对社会差异和

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选项。 但是，政策实施疲

弱状况的持续存在，则显示了肯定性行动政策在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困境。 肯定性行动政策在政

治需要与社会支持基础之间似乎处于一种明显的

失衡状态。
受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科学哲学研

究中科学范式概念的启发，彼得·霍尔（Ｐｅｔｅｒ Ａ．
Ｈａｌｌ） 于 １９９３ 年 提 出 “ 政 策 范 式 ” （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概念，并通过政策范式变迁解释英国宏

观经济政策的转变。 在霍尔提出的政策范式解释

框架中，英国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是，政策观念从凯恩斯主义转向了货币主义，而这

种政策观念的转变又促成了权威焦点的变化，结
果是新的政治决策者被纳入到了新的范式之

中。③ 在多元主义时代，观念的多元化和利益的

多元化都是确定的事实，不同观念的持续竞争日

益表现为一种常态，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也

已成为一个多元利益攸关方参与的过程。 在政策

范式意义上，此刻我们同样也身处有关多样性管

理的公共政策范式转型的重要时刻，或可称之为

“公共政策范式转型时刻”。 但是，多元主义时代

的诸多不确定性却使有关多样性管理的公共政策

新范式始终难以出现。 不确定世界中“已知的未

知”和可能更多也更为复杂的“未知的未知”，共
同塑造着有关多样性管理的公共政策的复杂

环境。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围绕“在特定现实

环境条件下怎样的政策反应是适当的”这一思考

所形成的一些宽泛共识，往往成为公共政策制定

的范式性思考并主导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这种范式性思考不仅在历时维度上常常表现为公

共政策制定中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还具有显

著的跨国溢出效应。 多元主义时代也是观念的跨

国传播与扩散日益广泛和迅速的一个时代。 政策

观念对于塑造政策范式具有主导性影响，但各国

①

②

③

参见 Ｂ． Ｇｕｙ Ｐ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 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 ＣＡ：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６，
ｐ． ３．
Ｎｉｒａｊａ Ｇｏｐａｌ Ｊａｙａｌ，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ｔｕ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１１７ － １３３．
Ｐｅｔｅｒ Ａ． Ｈａｌ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３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３）： ２７５ －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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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政治制度对于塑造公共政策的影响依然是

确定和明显的，不同制度所创造的政治机会结构

则赋予不同类型的政治行动者影响公共政策制定

的不同可能性。
尽管政策领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策制定

欧洲化（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和观

念跨国界传播最为明显的领域，被称为“多样性

实验室” （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的西班牙在教

育、劳动力市场以及政治权利等政策领域仍显示

了多样性管理的独特性。 西班牙多样性管理能力

的获得，并不以某种特定理念或观念为基础，而是

基于某种“大众哲学”，是对多样性治理实践中实

际问题的回应，实用主义更赋予政治行动重要的

策略方向。 在由认同、历史和制度所界定的背景

中，问题导向的政策与寻求答案的过程引导着西

班牙的多样性管理。①
虽然组织管理中的多样性管理被认为已经发

展为一个完善的提升组织绩效的策略，但实际上，
即使是在组织管理中，人们对于如何有效管理多

样性仍然知之甚少。② 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

于，多样性管理是一个与组织目标、组织历史、组
织内部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相关的一个

过程，某种特定管理技巧的效果会随时间、环境的

变化而变化。 对于国家治理中的多样性管理而

言，国家治理的目标更为复杂，多样性的维度也更

为丰富，多样性管理事实上更可能表现为一种与

具体问题直接相关的原则或目标，而非可运用于

不同维度多样性管理的统一范式，并在这种意义

上区别于常常显得有些粗糙的肯定性行动政策。
国家治理目标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达

成，而国家治理目标则直接塑造了公共政策的目

标。 总体上，国家治理目标的设定很大程度上还

是国家能力的一个结果，并使不同时期的公共政

策呈现不同的特征。
具有流行特质并可产生从众效应的政策范式

体现着关于如何应对实际问题的不同观念以及持

有不同观念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竞争。③ 多元主

义时代不同观念之间的竞争，一方面使统一的公

共政策范式难以出现，或许多样性管理并不需要

一个统一的公共政策范式，也不可能产生一个统

一的公共政策范式，另一方面却提供了更多的政

策选项，从而为均衡的多样性管理提供了可能性。

五、结　 语

　 　 “谁得到什么”始终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议题，
持久而富有生命力的公共政策范式也应据此确

立。 在创造一个更为平等和公正的世界以及一个

富有凝聚力的社会的道德感召下，肯定性行动在

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并因不同国家的现实环境

以及人们的认可与接受程度而有不同的名称。 但

是，肯定性行动在修正某些维度上的社会差距的

同时却可能产生其他的社会不公，因而就像一个

跷跷板游戏。④ 这种顾此失彼和设计不良的公共

政策可能助燃社会情绪，导致社会不满和怨恨情

绪增加，并由此产生新的社会紧张，使多样性变得

更加难以管理。 在这种意义上，肯定性行动远不

是一种理想的公共政策。 总体上，肯定性行动虽

然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政策领域实现了政策预

期，但其积极效应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也变得黯

然失色了。
随着多元主义时代的来临，管理多样性日益

成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 为此，摈弃有关肯定

性行动政策的不切实际的想象，理性、审慎和克制

地运用肯定性行动政策工具，就成为充分实现其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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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潜力的重要前提。 多样性是多元主义时代的

一个重要社会现实，也将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而趋

向多样性管理的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范式转型，
将有助于扩展肯定性行动的政策空间，改进不完

美的肯定性行动政策，使肯定性行动政策融入多

样性管理的治理逻辑和实践框架之中，并在此过

程中充分实现其治理潜力。 无论如何，理想的公

共政策应该既能够解决问题，又不会产生新的社

会紧张乃至政治冲突和分裂。 后者应成为多样性

管理的底线。
在多元主义时代，多样性管理已经成为重要

的治理理念，并在描述意义上界定了国家治理的

目标及其实现路径。 多样性管理不仅意味着国家

治理和公共政策需要崭新的范式，但又不可能产

生可运用于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和不同维度的多

样性管理的公共政策统一范式。 换句话说，多样

性管理在逻辑上也排斥这样的统一范式。
寻求趋向多样性管理的公共政策新范式是一

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议题，但首先是一个

国家治理和国内政治议题。 在这种意义上，多样

性管理应被置于比较的框架中加以思考，而有关

多样性管理的公共政策新范式的探索和确立，还
应基于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与政治制度背

景以及政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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